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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使用中国的分省面板数据来考察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集中于考察贸易流量的变化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开放度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不同的模型设定——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和不同

的工具变量策略——外部工具变量、滞后期工具变量以及动态模型设定时的内部工具变量组合，来控制开放

度的内生性问题。运用中国30个省1999~2009年的面板数据来考察贸易开放度（贸易流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对于省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的研究

结果具有现实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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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增长，从进出口总额的名义值来看，从 1978 到 2010 年的

33 年间，贸易额年均增长约 17%。1伴随着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

成就。昔日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均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

理论上，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又一次得以证明。 

贸易开放涉及贸易政策和贸易流量两个维度，而这两个方面均会影响经济增长（Rodriguez & 

Rodrick，2000，p264）。在跨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难以区分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到底是来自贸易政策还是来自贸易流量的变化。本文使用中国的分省面板数据，可以有效的

排除贸易政策的影响，集中于考察贸易流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 

Rodriguez & Rodrick（2000）在对一系列关于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文章评述后认为，大多数

得到预期结论的文章要么来自于模型误设，要么是对开放度使用了错误的代理变量，而这些代理变

量往往是衡量其他政策或制度的变量，这些变量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具有独立的效应；并且很多模型

的估计系数对控制变量敏感，即模型的估计系数并不稳健（Robustness）。同时，开放度的内生性问

题给经验研究带来了困难。本文重点关注开放度的内生性问题，并给出了不同的内生性问题解决办

法。 

已有关于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的文献大多是针对跨国的横截面研究（Frankel and Romer，

1999；Irwin and Tervio，2002；Alcala and Ciccone，2004；Noguer and Siscart，2005），或是使用新

的方法来控制开放度的内生性（Felbermayr，2005；黄新飞和舒元，2010），本文将使用静态和动态

面板模型设定和不同的工具变量策略来控制贸易开放度的内生性，并且将会比较不同模型估计结果



系数值的大小。从方法论上来讲，本文将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

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计量方法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

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其作用机理表现在：一方面，通过进口国外中间品，不仅

可以增加国内中间品的数量，而且通过进口国外高质量的中间品，使得国内的最终产出增加（P.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另一方面，通过对外贸易，对进口产品实行反向工

程（Reverse-Engineering），本国的研发部门能够获取国外的技术外溢，从而有助于培养本国的消化

吸收再创新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外部的交流还能够使本国的进出口企业学

习到一些隐性的知识（Tacit Knowledge），从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Keller，2004）。然而，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即对外贸易可能是内生的，如一个国家由于经济增长拥有

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或是收入增加使得家庭对深加工、质量好的商品种类需求的增加，继

而有较多的贸易量（Frankel and Romer，1999）。没有控制开放度的内生性问题，普通最小二乘估

计是有偏和非一致的。这里的内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双向因果、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 

已有文献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寻找工具变量（IV）来控制和解决开放度的内生性问题：第一

种是差分法，如 Dollar & Kraay（2003，2004）在包括开放度的一般收入决定方程中，引入收入的

滞后项使其成为一个动态模型，并对模型的左右两边取差分形式，研究一国内部十年间的贸易流量

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根据 Arellano and Bond（1991）的思想，原水平方程右边的解释变

量（一定的滞后阶数）此时可以成为差分方程的合适的工具变量。 

另一种方法是寻找一个外部工具变量来解释跨国间贸易流量的变化。Frankel & Romer（1999）

（以下简称 F&R）考虑到各国的地理特征会影响贸易流量，利用国际贸易的引力方程来构造各国“理

论上”的开放度并将其作为实际贸易依存度的工具变量。由于地理特征会影响一国的贸易流量进而

影响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并不会改变一国的地理特征，因此，基于地理特征构造的工具变量是

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3
  

初略来看，地理特征作为工具变量是严格外生的，但是，Rodriguez & Rodrick（2000）认为 F&R

（1999）基于地理特征构造的工具变量是非有效的，因为地理特征是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除

了贸易外，地理特征还会通过其他渠道来影响一国收入，如农业生产率、公共健康状况（人力资本）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制度质量等。他们利用 F&R（1999）的数据，在第二阶段的回归中加入了一组

地区虚拟变量和两个反映地理特征的变量，一国到赤道的距离和一国热带地区国土面积的比率。结

果表明，当加入这些反映一国地理特征的变量之后，开放度的估计系数大幅度减小，而且也不再显

著；这即表明，基于该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是不稳健的。4
 

之后针对 Rodriguez & Rodrick（2000）关于 IV 回归结果稳健性的质疑，一些学者利用 F&R



（1999）的工具变量，使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更大的样本量或者不同的模型设置来重新考察贸易与

开放的关系，如 Irwin & Tervio（2002）对 20 世纪不同历史时期的样本的考察。Noguer & Siscart（2005）

用一个更大的样本5去重新构造基于地理特征的工具变量，并重做 F&R（1999）的贸易与人均收入

的回归，在加入一国到赤道的距离、一国热带地区国土面积的比率、地区虚拟变量以及包括制度在

内的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结果都很稳健。Felbermayr（2005）引入类似于增长的经验研究中

的动态计量模型设定，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来研究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Dufrenot 

et al.(2010)运用分位数回归发现，相对于高增长率国家，贸易开放对低增长率国家的正向影响更大。 

在跨国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也有学者考虑开放度指标的测度和比较问题以及开放

过程中的补充性政策对增长的作用。如 Alcala & Ciccone（2004）认为，传统的开放度测度指标（名

义进出口总额与名义 GDP 的比率）可能不能正确地测度贸易带来的生产率增长6，建议使用实际开

放度——以美元汇率调整的进出口值与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 GDP 的比率，即名义开放度经过相对

价格水平调整，结果发现开放度对生产率具有正向的经济显著性以及统计上的稳健性。Chang et al.

（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一些互补性的政策能够实行，那么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果能够

得到显著地改善。 

国内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另一类是探讨国际贸易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这里主要关注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如包群

（2003）、李洁和张天顶（2006）的研究都没有考虑到开放度的内生性问题。最近的一些研究则使

用工具变量或新的识别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如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选择了以各省会城市到

海岸线的距离的倒数即国外市场可达度（Foreign Market Access）作为开放度的工具变量。由于外

生的工具变量难以寻找，郭熙保和罗知（2008）取贸易依存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当期开放度的工具变

量。这种处理方法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的情况下很常见，该方法虽然能够解决反向因果关系，但

是，对于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则是无能为力的。彭国华（2007）参照 F& R（1999）的方法，计算

了 2005 年中国各省基于地理特征的“理论上”的开放度并以此作为开放度的工具变量。该方法试图

从外部去寻找一个各省开放度变化的来源，作为横截面分析，在小样本量（30 个省）的情况下得

到的结论的可靠性大大降低。黄新飞和舒元（2010）运用异方差识别法来控制贸易开放度的内生性。

该研究只是运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控制开放度的内生性，并没有关注不同的估计方法得到的估计系数

值的大小；并且该方法依赖于一个不可验证性的前提假设，即系统中的方程面临的结构冲击是同期

不相关的（Billmeier and Nannicini，2008）。 

已有研究大多是针对静态的跨国横截面的研究（Frankel and Romer，1999；Irwin and Tervio，

2002；Alcala and Ciccone，2004；Noguer and Siscart，2005），对于静态的模型设定是否合适，或者

说对使用静态模型的隐含的前提假设需要有清楚地认知（将在第三部分进行分析）。已有的使用动

态模型设定的文献（Felbermayr，2005；黄新飞和舒元，2010），则没有考虑其他的工具变量策略，

也没有比较各种方法得到的开放度的估计系数值的大小7。本文将使用不同的工具变量策略（外部



工具变量、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以及动态模型设定时的内部工具变量组合）和不同的模型设定，来

研究各省贸易开放度（贸易流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而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和扩展。   

本文使用中国 30 个省 1999~2009 年的面板数据来探讨贸易开放度（贸易流量）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与传统的跨国研究相比，其优点有：第一，各省的对外贸易几乎享受相同的贸易政策，各省

的对外贸易更主要是和各省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有关，因此，在控制住了时间虚拟变量之后，各

省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主要是由各省区的贸易流量产生的。8同时，时间虚拟变量也能够捕

捉外部需求变化对各省贸易流量的影响。第二，各省的制度质量确有差别，这点从近年中国经济改

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中国市场化指数》能够看出，但是，中国各省的制度之间的差

别不会如跨国研究中国与国之间那么大。第三，基于各省地理特征构造的工具变量与各省期初的收

入无关，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 

三、实证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1、基本模型设定 

             iiiii XTy                         （1） 

 ititititit XTy                     （2） 

其中，i 表示省区截面单元，i=1，2……，30；t 表示时间；yit 表示各省的实际 GDP。Tit 是各

省的开放度。t 表示时间非观测效应，i表示地区非观测效应， it 是随机误差项。X 是其他控制变

量，包括资本存量（K）、劳动力（L）和人力资本（H）。（1）式就是传统的考察贸易与增长的截面

回归方程。加入时间纬度之后，（2）式是本文基本的计量回归模型。在没有考虑开放度的内生性的

情况下，对上述（2）式进行 OLS 估计，结果将是有偏和非一致的。因此，对上述模型（2）的估

计需要寻找和使用工具变量，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联立性（Simultaneity） 

联系性也即是反向因果关系（Reverse-Causality），贸易开放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会

提高贸易开放度。具体表现在：第一，一个国家是由于贸易之外的因素导致其富裕的，该国家也可

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从而有较多的贸易量；第二，如果一个穷国的低收入是由于低

贸易量之外的因素导致的，该国也可能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较小的税基和缺乏对国内经济活动征

税的能力可能会导致其依赖关税来为政府支出融资；第三，除贸易之外其他因素导致的收入增加会

使得家庭对商品种类需求的增加，并且需求结构将会从基本必需品转移到深加工、质量轻的产品上。 

（2）遗漏变量 

在跨国的增长回归方程中可能会遗漏制度或地理特征等和经济增长有关的变量，如一国的民族

构成、殖民地的经历以及地理特征。典型地，如 Rodriguez & Rodrick（2000）对 F&R 的批评。同



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也可能采取其他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来提高收入。遗漏变量导致的偏

误方向和遗漏的变量本身有关，即如果是遗漏了对因变量有正向影响的变量，则会造成估计结果的

高估。 

（3）测量误差 

Frankel & Romer（1999）认为贸易依存度是开放的一个较差的、噪音很大的代理变量。例如，

开放会导致生产率提高的技术的外溢，这种外溢和贸易流量没有很强的关系，而只是由于在两个国

家间存在贸易开放。类似地，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好处的一大来源在于企业市场势力的消融，

这种效应也是不依赖于真实的贸易流量的，而依赖于一个可信的市场进入的威胁。专业化分工、自

然人流动、思想的交流等都是开放带来好处。因此，贸易依存度只是国家间交流收入提高的一个较

差的、噪音很大的代理变量，有很大的测量误差。测量误差通常会造成 OLS 的低估。 

本文在静态面板模型中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将会有效的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同时，

本文也将使用动态面板中的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进行估计，该方法能够有效的解决测量误差、

非时变的遗漏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Caselli et al., 1996）。 

2、动态模型设定 

itititittiit XTyy   1,                     （3） 

  ittitittiit XTyy   1,                 （4） 

使用类似于（1）式的静态模型进行跨国横截面研究，其实有个隐含的假设：这些国家在考察

的那个年份正处于它们的稳态上，或者说，这些国家对其稳态的偏离是随机的（Mankiw et al.,1992，

p422）。如果存在以下三种情况，该隐含的假设就是不成立的。第一，贸易依存度确实影响一个国

家的稳态；第二，贸易流量容易受到冲击；第三，回归稳态的调节速度是很慢的（Felbermayr，2005）。

首先，在开放条件下，开放度确实会影响一国经济的稳态。其次，目前关于跨国或一个国家内部不

同地区的趋同经验研究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条件趋同的速度大约为每年 2%到 3%，即缩小和其

稳态值的一半需要 23 到 35 年的时间。因此，基于以上两点，在研究中国分省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

时使用静态模型是不合适的，需要引入如（3）和（4）式的动态模型，控制初期的收入水平。 

（二）估计方法 

本文的估计方法分为不同的模型设定——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和不同的工具变量策略——外

部工具变量、滞后期工具变量以及动态模型设定时的内部工具变量组合。首先，使用静态模型设定，

分别使用固定效应（FE）模型和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进行估计。在 2SLS

估计中，工具变量又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各省地理特征的外部工具变量——海外市场可达性（FMA）

和以贸易依存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当期值的工具变量。其次，在动态模型设定中，根据 Arellano & Bond

（1991），Blundell & Bond（1998）的思想，分别进行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估计。并且，在动



态模型的每种估计中，又将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分为内生变量和前定变量两种情况分别进

行估计。在接下来的实证部分，我们将具体介绍每种工具变量能够解决的问题，以及估计过程中系

数估计值大小的比较等问题。 

（三）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重庆除外）1999~2009 年的分省面板数据，下

面依次说明各个变量和数据来源。 

1、实际产出。各省的实际产出使用 GDP 平减指数换算成以 1999 年为基期，并取自然对数。

各省的 GDP 平减指数则是根据各省每年的名义 GDP 和可比价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计

算得到。各省 1999~2009 年的名义 GDP、可比价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来自于中经网

统计数据库。 

2、劳动力。劳动力采用各省份年底全社会从业人员数，并取自然对数。除 2006 年外，各省

1999~2009 年年底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006 年各省劳动力数据取 2005 年

和 2007 年数据的均值得到。 

3、各省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主要有教育经费法、人均受教育年限法、中

等教育入学率和大学生的比率等。按照 Barro & Lee（1993）的方法，用全部 6 岁及 6 岁以上人口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并取自然对数。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小学文化程度为 6 年，初中文化程

度为 9 年，高中文化程度为 12 年，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为 16 年。各省 6 岁及 6 岁以上人口中不同

学历层次人群的比重数据来源于 1999~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按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分的

人口”，其中，2000 年数据来自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其余各年的人口抽样比重稍有不同。 

4、物质资本存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来核算各省的物质资本存量。由于资本存量估算对于

样本初始年份的选择比较敏感，在永续盘存法意义下，初始年份选择得越早, 则基年资本存量估算

误差对后续年份影响就越小（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参考张军等（2004）的方法，本文

使用 1978—2009 年的数据来测算各省 1999—2009 年的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ittiit IKK  1,)1(                                    （5） 

式（5）中，Kit、Ki,t-1 分别表示第 i 省区 t 期和 t-1 期的资本存量，δ 是折旧率，δ=9.6%；Iit为

第 i 省区 t 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首先以 1999 年为基期，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各省名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进行平减。

其次，估算 1978 年的资本存量，假设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等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则基期

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为：  

       )/(00  gIK ii                                    （6） 

式（6）中，Ki0 为 1978 年的资本存量，Ei0 为 1978 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 为考察期内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的几何平均增长率，δ 是折旧率。据此，可以算出各期各地区的 1978—2009 年的物

质资本存量。 

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8）。《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各省都缺少 1979~1990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参考张军等（2004）的方法，利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 —1995）》中的提

供的各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年价格）和以上一年为 1 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这样就可以计

算得到除西藏外其他 29 个省 1979~1990 年的隐含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除西藏外其他 29 个省

1991~2009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参考张军等（2004），西藏

1978~2009 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采用西藏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一

直未公布西藏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使用 1978~2009 年的 GDP 平减指数作为西藏的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9
 

5、贸易开放度。 

对开放度的度量经济学界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贸易流量是开放度的一个反映，然而，开放度

会受到一个国家贸易政策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尝试从多个方面构造指标，反映一国的开放度，如

Sachs & Warner（1995）构造了 5 个二值指标（0 和 1）来反映一国的开放与否。本文构造的是省际

面板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遵从文献上的一致性，我们选择贸易依存度作为贸易开放度的衡

量指标，具体由各省的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各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各省进出口总额数据

来自于 1999~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本文

还将采用 Patrick et al.（1998）的方法对外贸依存度进行修正，以作为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静态面板模型估计 

1、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对（2）式使用固定效应（FE）估计，结果如表 1 的模型 1 所示。由于对（1）式的估计很可

能遗漏相关变量，如自然资源禀赋、地理特征和制度等和地区相关的非观测效应，而这些非观测效

应明显是和解释变量相关的，因此，这里选用固定效应而非随机效应。10模型 1 的结果表明，贸易

依存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各省区产出将会增加约 0.06%，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显著为正，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负的，但不显著。本文的结果与黄新飞和舒元（2010）

的结果类似。 

使用固定效应估计，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考虑增长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解释

变量贸易开放度存在测量误差、（2）式中遗漏了如自然资源禀赋、地理特征和制度等变量。具体来

说，遗漏了如自然资源禀赋、地理特征和制度等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的变量，贸易依存度的系

数将会被高估。假设能够带来专业化分工、自然人流动、思想的交流等好处的真实的贸易开放度是



Ti
*，观测到的贸易依存度是 Ti，并且有：Ti= Ti

*
+i， 

Cov（Ti
*
 ,i）=0。在这种经典变量误差假定下，贸易依存度的系数估计值将会有一个衰减偏误

（Attenuation Bias），即系数估计值被低估（伍德里奇，2007，p309）。 

因此，使用 OLS—FE 的估计结果是有偏也是非一致的，需要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相关的偏误

问题。遗漏变量使得系数高估，测量误差导致系数低估，而联立性偏误比较复杂，不容易直接给出

偏误的方向，结合已有的对跨国横截面的研究，我们预期 FE—IV 的估计系数大于 FE 的估计系数。 

2、工具变量估计 

本文的 2SLS 估计中，工具变量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寻找一个外部工具变量，参考黄玖立和

李坤望（2006）的方法，基于各省地理特征来构造出口开放度的工具变量——海外市场可达性

（FMA，Foreign Market Access）；另一个是以贸易依存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当期值的工具变量。FMA

的构造为取各省区省会城市到海岸线距离的倒数（乘以 100），其中沿海省份到海岸线距离为其内

部距离 dii；内地省份则为该省会城市到中国最大的五个港口（上海港、深圳港、广州港、宁波—舟

山港、天津港）的最近距离 Dij。
11
由于地理距离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同时为了反映动态特征，我们

用官方名义汇率对国外市场可达性进行调整，即 1999~2009 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乘以各省

的海外市场可达性。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工具变量必须和内生变量相关，二是

工具变量和随机误差项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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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省地理特征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绩效的关系 

资料来源：各省 1979 年人均 GDP 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各省到港口的距离是取自于电子地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各省会城市距离中国最大的五个港口的距离（各省的地理特征）与 1978 年

改革开放初期各省的人均 GDP 没有明显的关系，即地理区位不影响初期的经济增长。典型的，1978

年按各省人均 GDP 从高到低排序，黑龙江和江苏位列第 5 和第 6，人均 GDP 分别为 594 元和 509

元；浙江和青海是第 9 和第 10，分别为 417 元和 410 元；而福建只排在第 24 名，人均收入只略比

四川高。改革开放 30 年后，到 2009 年，按当年人均 GDP 排序，江苏位列全国第 4 位，而黑龙江

是 15，江苏的人均 GDP 是黑龙江的 2 倍。浙江的人均 GDP 是青海的 2.3 倍，福建是四川的 1.95

倍。而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沿海省份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



从事对外贸易。因此，地理距离并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是通过对外贸易进而发挥作用；并且，

经济增长并不会改变各个省的地理特征。中国人民币官方汇率为中央决策者控制，对各个地方来说

可以视为外生给定的。综上所述，时变的海外市场可达度（以 FMA 乘以人民币汇率）是贸易开放

度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可以解决反向因果、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这三种偏误。 

另一种工具变量策略是以贸易依存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当期值的工具变量，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

据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选取工具变量的方法。滞后期的贸易依存度与当期值有较强的相关性，通

过当期值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当期的经济增长对前一期的贸易依存度则没有影响。这可以解决

反向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工具变量策略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 

表 1  静态面板模型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FE FE-IV FE-IV FE-IV 

lnk 0.378*** 0.387*** 0.385*** 0.385*** 

 (0.0918) (0.0898) (0.101) (0.0210) 

lnl 0.131** 0.123** 0.0950 0.113*** 

 (0.0522) (0.0524) (0.0791) (0.0397) 

lnh -0.0971 -0.107 -0.0756 -0.0864 

 (0.0696) (0.0668) (0.0755) (0.0632) 

T 0.0585** 0.491** 0.130*** 0.118*** 

 (0.0258) (0.217) (0.0279) (0.0278) 

时间固定效应 

（year dummy）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3.95*** 13.75*** 14.28*** 14.05*** 

 (2.505) (2.388) (2.892) (0.915) 

样本点 330 330 300 300 

Within-R2 0.994 0.995 0.716 0.994 

整体回归F(2) P=0.00 P=0.00 P=0.00 P=0.00 

一阶段结果  -0.0489***  0.751*** 

  (0.016)  (0.042) 

一阶段F值  9.59 107.13
§
 44.97 

IV策略  FMA*汇率 
FMA* 

Year dummy 
开放度的滞后一期 

注：被解释变量是 lny；括号中的数值是 White-Huber 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1%、5%、10%；§表示对 10 个工具变

量组合联合显著性的检验。 

这两种工具变量策略的实证结果见表 1 的模型 2 和模型 4。使用海外市场可达度作为 IV 的估

计结果表明，开放度的估计系数是 FE 估计的 8.3 倍，达到了 0.491，并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如

理论所预期的一样，IV 估计结果的标准误会增大，是 FE 估计标准误的 8.5 倍，其 95%的置信区间

为 0.057~0.925，包含了 FE 估计的置信区间。这表明虽然 IV 的估计结果增大，但随着标准误的增



大，IV 的估计结果由于置信区间很宽，相对来说并不是很精确。模型 4 使用贸易依存度的滞后一

期作为 IV 的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为 0.11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IV 估计的标

准误如预期增大，只是比 FE 的稍大，此时的系数估计值相比模型 2 要精确很多。 

由于 FMA（地理距离）是非时变的，不能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 3 的估计参考

Acemoglu et al.（2005）的方法，把 FMA 乘以时间虚拟变量，总共得到 10 个新的变量，即

FMA*D2000，……，FMA*D2009 等，用这 10 个变量组合作为开放度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1 模型 3 所示。开放度的估计系数只有模型 2 中系数的 1/4 左右，但是显著度有所提高。标准误比

FE 估计的略大，此时的系数估计值相对比较准确。模型 2、3 和 4 的其他三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的

大小接近。 

F&R（1999）的实证结果发现 IV 的估计结果比 OLS 的大，本文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也证

实了这个发现。然而考虑到有遗漏变量偏误，从计量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IV 的估计结果不可

能比 OLS 的要大。F&R（1999）给出了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样本选择误差；二是存在测量误差。

F&R（1999）认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样本选择误差。Irwin & Tervio（2002）运用 F&R（1999）的

方法构造工具变量，利用 20 世纪不同历史时期的数据发现，IV 的估计结果一致性地比 OLS 的结

果要大。Noguer & Siscart（2005）用更大样本也发现 IV 的估计结果一致性地比 OLS 的结果要大。

因此，F&R（1999）的推测——IV 的估计结果比 OLS 的大的原因是来自于样本选择误差，是不大

可能的。然而，我们推测，OLS 的估计结果偏小可能是来源于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 

第三部分已经阐明，在研究中国分省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时使用静态模型是不合适的，需要引

入如（3）和（4）式的动态模型。对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可以使用差分 GMM 和系统 GMM。Arellano 

& Bond（1991）假设残差项的一阶差分it 与所有 Yis ，Xis（s≤t-2）都不相关，即可以得到一阶

差分的矩条件： 

0)( ,  itstiyE     

0)X( ,  itstiE                                （7） 

其中，t=3, 4, „„，T； s≥2。（7）式表明，可以用滞后两阶和更高阶的内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

做（4）式中差分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12
。这其中的一个隐含假设条件是，所有的内生解释变量都具

有弱外生性，该假设可以由 Sargan 或 Hansen 过度识别约束来检验。该矩条件的个数为：（T-1）（T-2）

/2，并且该假设条件的满足需要水平方程（3）式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或更高阶的序列相关。我们

也将在实证中给出该检验。 

动态差分模型的好处：第一，在增长回归方程中可能遗漏的变量大多和贸易或者制度相关，如

一国的民族构成、殖民地的经历以及地理特征等，而这些因素一般随时间变化是比较小的。取差分



后能够消除掉这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和个体非观测效应，从而能够部分地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对

于时变而且对各国都造成类似影响的事件，如世界需求的增加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可以通过加入时

间虚拟变量来加以控制。第二，差分能够消除反向因果关系。  

Blundell & Bond（1998）发现，当（3）式中的趋近于 1 或者当个体非观测效应的方差比残差

项的方差，即 Var（i）比 Var（it）增加得更快时，一阶差分 GMM 的有限样本特性较差，需要对

水平方程（3）式施加额外的约束采用系统 GMM 来进行有效的估计。额外的约束为： 

0)( 1,  tiit yuE                                  （8） 

其中，t=3, 4, „„，T； iititu   。额外约束表明，用原序列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

的工具变量。 

系统 GMM 估计的好处有：第一，对于存在非时变的遗漏变量问题，该估计将不再是有偏的。

第二，在估计模型的右边存在内生变量时，工具变量的使用会使得系数的估计是一致的。第三，

Bond et al.（2001）表明，即使存在测量误差时，工具变量的使用会得到一致性的估计。在用系统

GMM 估计的时候，还能够区分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短期效应即为（3）式中

开放度的系数，长期效应为 )1/(   。表 2 也计算了各种情形下的长期效应的系数值。 

表 2  动态面板模型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dif-GMM dif-GMM sys-GMM sys-GMM dif-GMM dif-GMM sys-GMM sys-GMM 

l.lny 0.617*** 0.668*** 0.799*** 0.955*** 0.723*** 0.702*** 0.891*** 0.930*** 

 (0.106) (0.0995) (0.0624) (0.0253) (0.108) (0.119) (0.0389) (0.0184) 

lnk 0.106*** 0.0937* 0.159*** 0.0375** 0.118** 0.139** 0.117*** 0.0509*** 

 (0.0392) (0.0483) (0.0424) (0.0185) (0.0528) (0.0579) (0.0331) (0.0154) 

lnl 0.0704 0.0410 0.0790** 0.0135 0.0200 0.0278 -0.00232 0.0298*** 

 (0.0646) (0.0637) (0.0385) (0.0127) (0.0589) (0.0676) (0.00920) (0.00787) 

lnh -0.0949*** -0.0954*** -0.133*** 0.0164*** -0.119*** -0.117*** -0.0764*** 0.0336*** 

 (0.0288) (0.0253) (0.0331) (0.00634) (0.0300) (0.0293) (0.0103) (0.00453) 

T 0.0311*** 0.0269*** 0.0172** 0.0117*** 0.0296* 0.0336* 0.0162* 0.0224*** 

 (0.00880) (0.00791) (0.00768) (0.00278) (0.0170) (0.0173) (0.00981) (0.00625)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0.081 0.081 0.086 0.26 0.107 0.113 0.149 0.32 

样本点 270 270 300 300 270 270 270 270 

整体回归F(
2
)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Sargan test 

(p)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AR(2) test 

(p) 

0.458 0.647 0.728 0.694 0.849 0.664 0.648 0.09 

 

 

 

k.l.h为前定

 

解释变量全

 

k.l.h为前定

 

解释变量

k.l.h为前

定变量，

解释变量全

部内生，

k.l.h为前

定变量，

解释变量

全部内生，



IV策略 变量 部内生 变量 全部内生 FMA*汇

率作为开

放度的IV 

FMA*汇率

作为开放度

的IV 

FMA*汇率

作为开放

度的IV 

FMA*汇

率作为开

放度的IV 

注：被解释变量是 lny；括号中的数值是 White-Huber 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1%、5%、10%； 是开放度对经

济增长的长期效应。 

考虑到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变量都是存量指标，可以认为是在前一期末已经确定了

的，因此，表 2 中动态面板 GMM 的估计又将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变量区分为前定变量

和内生变量。全部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显示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以表 2

中模型 2 和 4 为例，差分 GMM 估计的开放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前后两年间贸易依存度每提高

一个百分点，省区经济增长率（产出的对数取差分表示增长率）将会提高 0.027%，这是一个即期

的结果；在长期内，贸易依存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各省区产出将迅速增加约 8.1%。系统 GMM

估计的开放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贸易依存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各省区产出将迅速增加约

0.012%；而在长期内，各省区产出将迅速增加约 26%，这是相当大的一个产出增加量。对比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到，在动态模型设置中，开放度的估计系数都小于静态模型设置中 FE 的估计结果，

而长期效应的系数值都大于 FE 的估计结果。 

我们采用 Sargan 检验来检验过度识别的有效性，即检验所有工具变量都和残差项无关的原假

设。表 2 中 Sargan 检验的结果没有拒绝过度识别约束的有效性，表明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

由于差分方程是以解释变量水平值的二阶或者更高阶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这要求方程（4）式

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表 2 除了模型 8 之外，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

列相关，Arellano & Bond（1991）的假设成立。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本文基于不同的模型设置和不同的方法估计（FE，IV-FE，Dif-GMM，

Sys-GMM）的结果都表明，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本文也采用 Patrick et al.（1998）的方法对外贸依存度进行修正，模型如下： 

2

43

2

210 )(lnln)(lnlnln ititititit POPPOPGDPGDPT    

+ ititititit POPGDPPOPGDP   2

65 )/(ln)/ln(               （9） 

对（9）式回归，剔除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得到预测值和残差项，利用回归结果得到开放度的修正

值 ])exp[ln( ititit TAT  。利用修正的贸易依存度重新进行表 1 和表 2 的回归，结果类似，修正

的开放度仍然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这表明贸易开放能够显著地促进各省区的经济增长。13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的分省面板数据来考察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有效的排除贸易政策的

影响，集中于考察贸易流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不同的模型设定——静态和动态面板模

型，和不同的工具变量策略——外部工具变量、滞后期工具变量以及动态模型设定时的内部工具变



量组合，来控制开放度的内生性。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第一，静态模型估计中 IV 的估计结果比

OLS 的大，随着系数估计值的增大，标准误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大；第二，在动态模型设置中，开放

度的估计系数都小于静态模型设置中 FE 的估计结果，而长期效应的系数值都大于 FE 的估计结果。

第三，不同模型设置和不同工具策略的模型估计都表明，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

进作用，同时，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由于贸易开放能够显著的促进省区经济增长，因此，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十二五”乃

至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一，借鉴制造业的开放经验，推进农业领域对外开放。第二，

完善利用外资政策，甄别和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充分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发挥外资对本土企业

自主创新的作用，从而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第三，把服务业作为新的开放领域。适当扩大教育

和医疗领域的对外开放，可以有效的增加教育和医疗的服务供给；同时，扩大文化领域的开放，不

仅有利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品出口，而且有利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第四，优化区域的开

放布局。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开放上层次上水平，把中西部地区作为开放重点，实施沿边开放战略，

并积极探索特殊功能区转型（张国庆，2011）。 

以往的跨国研究往往混淆了单纯的贸易流量的变化和贸易政策导致的贸易流量的变化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因此，研究结果容易招致批评。本文考察的是各省的贸易流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并没有涉及到贸易政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这使得本文的结果具有明确性。本文的结果也验证

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事实，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贸

易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对外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各省区的经济增长。在开放的过程中，通过

竞争、模仿和前后向关联等形式，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得以提升，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

的微观基础。但是，本文的实证模型并不能捕捉到通过进出口而获得的技术外溢，经验事实证明，

技术外溢对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分析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寻找合适

的关于贸易政策的代理变量，以及寻找和构造开放度的时变工具变量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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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Reexamination Based on Different Model Specification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Strategies 

Jiyong Chen，Zhu Liang 

 

Abstrac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provinc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which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changes of 

trade flows on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And endogeneity of openness is paid specially attention 

in the paper. Based on the different model settings,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model, we implement 

different instrumental variable strategies, external instrumental variable, lagged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a combination set of internal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n the dynamic model to control the 

endogeneity of openness in the study of opening and economic growth. A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9 is construct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e 

openness (trade flow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ning- up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rob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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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经作者计算得出。 
2
 各省区面临的贸易政策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这里主要是指关税率、出口退税等主要的贸易政策对于各

省区来说是一样的。本文使用静态和动态面板两种模型设置，静态面板中的固定效应模型是除组内均值的

回归，动态面板模型不论是差分还是系统广义矩估计都包含有对一阶差分模型的估计，因此，这些估计方

法都可以看作是考察贸易流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
 在单一内生变量的情况下，工具变量的强弱一般是由第一阶段的 F 值来判断。一般来说，第一阶段 F 值

大于 10 就是一个比较强的工具变量，见 Staiger and Stock（1997）。 



                                                                                                                                                               
4 
Hall and Jones（1999）以一个国家到赤道的距离作为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的工具

变量，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地理特征是影响一国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地理特征影响一国的初期

收入，则基于地理特征的工具变量将不再是有效的。 
5
 在 Frankel and Romer（1999）的 98 个国家的样本基础上，Noguer and Siscart（2005）总共得到了 97

个国家（博茨瓦纳除外）的 8906 个双边贸易数据，而 Frankel and Romer（1999）的文章只覆盖了 43 个

国家的 3220 个样本点。 
6
 贸易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在贸易品部门比非贸易品部门要大，这会导致贸易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的价

格下降，因此，贸易导致的生产率增长不一定会伴随着更高的开放度。 
7
 对开放度的估计系数值的大小比较是有意义的，因为 Frankel and Romer（1999）认为他们的发现不是

IV 的结果比 OLS 的要大，而是 OLS 的估计结果没有高估贸易开放的效应。 
8
 贸易政策对各省的影响是类似的，作用大小会略有差别，因此，时间虚拟变量能够捕捉这种政策变化的

影响。 
9
 关于西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张军等（2004）直接采用 1978 ~1991 年西藏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来源则没有说明。 
10
 我们对（1）式做了随机效应估计，并对两个结果进行了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也支持固定效应模型。 

11
 到各港口的距离直接电子地图上读取。各省区的内部距离取其省区地理半径的 2/3，即


i

ii

s
d

3

2
 ，

其中， is 为 i 省的陆地面积。 
12
 过多的工具变量会导致系数估计偏向于 OLS 的估计结果，并且容易使得 Sargan 或 Hansen 过度识别统计

量过度接受原假设，即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Bowsher, 2002)。事实上，我们可以限制差分方程中解

释变量的工具变量的个数，如只使用水平值的滞后三阶和/或四阶来作为工具变量，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工具

变量的个数。 
13
 为了节省篇幅这里没有报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